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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即若离”还是“亲密无间”：联盟惯例调节下的
伙伴关系和创新绩效

刘景东,  周    萌,  叶江峰,  朱梦妍
（安徽大学 商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 在创新网络中，企业可以通过松散的合作抑或紧密的联盟伙伴关系有效获取创

新所需的异质性知识，但很多企业由于无法区分它们之间的差异进行正确的维护而痛失创新

机会，阻碍了企业的创新。论文以资源基础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为基础，将个体层面企业间的

关系强弱和集体层面网络密度纳入到同一个框架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稠密的网络中，

较强和较弱的联盟合作伙伴关系都不利于企业创新，但是联盟惯例能够减轻他们的影响，合适

的伙伴关系最利于企业创新；在稀疏的网络中，合作伙伴关系越强，企业的创新绩效越明显，而

且联盟惯例也强化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对如何进行合作伙伴关系的选择和维护，有效

利用外部资源，推动技术创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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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企业对创新资源需求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单个企业难以满足创

新所需的异质性资源，通过外部寻求合作及时有效的获取互补性或者相似性资源已成为企业

重要的创新战略选择（Kumar和Zaheer，2019）。因此管理部门（政府）、供应商、研发合作机构、

分销商、咨询公司、培训机构、竞争对手、顾客等都有可能成为企业创新过程中的合作伙伴

（Gemünden等，1996），通过资源与信息的共享，实现更高水平的产品和流程创新。海尔集团利

用海尔开放创新平台HOPE打造了全球最大的开放创新生态系统，吸引全球用户和企业参与

Ecosystem创新过程，颠覆性创新产品不断涌现（梁海山等，2018），强化与日本端子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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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宁、清华大学、LG等企业和组织结成紧密的战略联盟关系，BOE（京东方）公司累计可使用专

利超7万件，覆盖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显示屏的高清、柔性、微显示等解决方案

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各知名品牌（马丽和邵云飞，2019）。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0胡润中

国10强家电企业》研究报告，美的集团以5 100亿元价值成为中国最值钱家电企业。近年来，美

的动作频频，通过与清华、中科院等多所国内顶级高校签订技术合作协议，还通过收购东芝白

电、德国库卡等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聚焦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用户创新及开放式创新体

系，从而进军机器人及自动化系统业务，布局智能家居领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效果明显；而与

联合利华、步步高、华为等多家企业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布局中长期技术储备，关注行业研究

体系构建，确保以各类小家电为核心的消费电器业务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理论和实践都已表明，不论是松散合作关系还是紧密的联盟伙伴都是企业获取外部创新

资源的重要途径。但是关于两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学者们却有不同的理解。松散的合作关系是

指接触不频繁、联系不紧密的非冗余关系，由于是不同的知识、经验、文化背景的合作伙伴，能

够为创新企业提供更有价值的异质性创新知识，因此弱关系利于企业突破式创新（吴晓云和王

建平，2017），而且不需要特别的维护；但是，又有学者认为弱关系不利于知识的有效传播和利

用，松散的网络结构并不利于企业的创新活动（Kumar和Zaheer，2019）。强关系是建立在情感

和信任基础之上的紧密关系，可以使企业更容易获取高质量的信息和资源，提高了创新资源的

传递效率（Radziwon和Bogers，2019）；但是又有学者认为紧密的网络传递的大多是冗余的资

源，难以满足创新所需的新技术的要求，而且网络的维护需要大量的成本，因此，紧密的网络关

系不利于企业的创新（Mihm和Schlapp，2019）。所以，是构建稳固的联盟合作关系还是利用无

需维护的松散连接来进行创新资源的获取，已成为企业伙伴关系维护中的两难选择（Zhang
等，2019）。

事实上，很多企业已通过合适的方式甄别了两种网络关系对资源获取的区别，并进行了正

确的选择，但还有很多企业由于无法区分它们之间的差异而痛失创新机会，阻碍了企业的发

展。因此通过何种方法探析背后差异的原因，合理对待两种“关系”，找出选择正确合作伙伴的

理论依据，进而直接用于指导企业层面的创新活动，需要理论上的进一步思考与探究。为此，本

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从松散的合作关系和紧密的联盟伙伴两个方面对企

业间联盟合作关系进行解耦，分析两种“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作用背后的真实原因，使

企业在维持伙伴关系中的“若即若离”“亲密无间”不再犹豫和摇摆。本文研究贡献在于：第一，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社会基本理论对双重网络（个体层面和集体层面）进行了解耦并将两个网

络纳入同一个框架进行研究，从网络密度和关系强弱两个层次研究了外部关系对企业创新绩

效的影响，丰富了企业创新管理理论；第二，进一步探讨了在不同网络密度背景下，企业合作伙

伴选择和维护问题，网络密度经常被用来衡量集体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由网络中的所有成员

共同创造和共享的，影响整个网络所有成员的行为，所以本研究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联盟合作

伙伴维护问题，深化了联盟伙伴选择的研究；第三，企业在合作伙伴选择过程中，存在合作惯例

（cooperation routines）（Nigam等，2016）、协调惯例（coordination routines）（Kremser和
Schreyögg，2016）、知识共享惯例（interfirm knowledge-sharing routines）（Yen和Hung，2017）等
多种形式的网络组织惯例，它们是网络组织知识累积的重要载体，可以作为“共同知识”来协调

网络行为主体之间的行为，必然影响企业合作伙伴的选择和企业的创新绩效，论文结合联盟惯

例的研究分析联盟惯例在其中的调节效应，是对现有关于联盟惯例理论研究的深化和补充。通

过本研究，为企业维护正确的合作伙伴关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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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一）网络密度、伙伴关系与企业创新绩效

社会网络理论主要研究行动者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不仅仅关注行动者的属性，

而且更加注重行动者所在的网络对其行为的影响，认为行动者的行为更多地受到所在的网络

结构的影响。网络密度是用来衡量网络结构最为重要的基础性变量，也是衡量企业社会资本的

主要指标。它反映了企业在网络中实际存在的连接数量占可能存在的联系数量的比例，该比例

越高，则表明网络中成员之间联系得更加紧密，网络成员之间信息流通更加顺畅，知识传递的

效率也就越高；反之，当网络密度很小时，网络内所有企业之间的联系比较少，形成的网络整体

比较稀疏（Meagher和Rogers，2004）。
在稠密的网络中，当合作伙伴间的关系较弱时，成员之间互动频率弱，沟通少，交流仅限于

单一业务往来。首先，这种情况会导致网络伙伴之间存在猜忌、互相怀疑等情况，极易产生矛盾

和冲突从而使企业工作效率低下，并且需要花费较高的监察费用和协调冲突的成本。其次，由

于企业之间的信任程度较低，即使网络内拥有丰富的资源，由于合作的不深入和转换效率的低

下，导致这些资源和信息不能充分利用和流动（何郁冰和张迎春，2015）。最后，由于在弱关系条

件下，成员之间交流程度和频率有限，创新所需要的复杂和隐性知识难以完整有效地传播，因

此不利于创新知识的有效传播（杨博旭等，2019）。
但是随着关系强度的增大，此时的关系强度至少会在以下几方面有利于创新绩效的产生。

首先，由于在稠密的网络中，给企业带来便利沟通的同时强关系还可以为企业提供稳定的资源

和信息的沟通渠道，降低获取和搜寻新知识的成本。其次，强关系能够加强网络成员之间信息

和知识的交流深度，提高资源和信息的交换频率，从而有利于隐性知识的转移（Reagans和
McEvily，2003）。再次，稠密的网络中，强关系使企业迅速识别专业领域内环境和技术上的变化

和顾客的需求信息，从而在技术创新市场上抢占先机（潘松挺和郑亚莉，2011）。最后，强关系能

够有效避免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搭便车的现象（Zhang等，2017）。
不过在稠密的网络中，随着关系强度的不断增大，会带来以下几点负面影响。首先，网络内

企业之间的知识和信息冗余化程度越来越严重，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知识基础最初的互补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合作伙伴之间知识基础越来越相似（Kumar和Zaheer，2019）。其次，建

立和维护强关系需要花费较高的成本，占据管理者较多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创新绩效带来的

利益，从而阻碍企业的创新绩效，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现象（Meagher和Rogers，2004）。最后，在稠

密的网络中，随着关系强度的过度增加，企业会出现过度专业化现象，导致企业陷入能力陷阱。

即虽然可以通过强关系识别专业领域内技术和环境的改变，但是由于缺乏异质性知识而无法

识别更大的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从而阻碍了企业的创新绩效（Perry-Smith和Mannucci，
2017）。

基于以上分析，得出假设1：在稠密的网络中，合适强度的合作伙伴关系最有利于企业创新

绩效的提升。

在稀疏的网络中，网络整体会呈现如下特征：首先，该网络内知识和技术的融合难度比较

大，企业的开发技术成本高，很难形成原始创新技术（何郁冰和张迎春，2015）。其次，稀疏的网

络中，网络内企业对所涉足的领域开发与关注不足，缺乏经验，此时企业要进行创新，就需要更

大的搜索成本，面临高失败率的风险，更长的回报周期的状况。最后，由于企业之间的联系较

少，整个网络缺少信誉机制的约束，出现投机行为的成本比较低，因此极易出现机会主义行为

（Kumar和Zaheer，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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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稀疏的网络中，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关系强度较弱时，首先，此时知识和信息的

传递效率尤其是对企业有重要意义的隐性和复杂知识的传递效率比较低。其次，弱关系带来的

不确定性和风险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动力和决心，因此弱关系对于企业的创新绩效的有利

影响有限（李浩和胡海青，2014）。最后，弱关系虽然能够提供异质性的知识和资源，但是由于信

任机制、声誉机制、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以及对于问题的理解都很难达成一致，因此很难对创

新产生有利影响（Liang和Liu，2018）。
但是随着关系强度的增大，企业之间会建立稳定持久的强联系连接，从而长久有效地相互

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源。首先，对于隐晦复杂知识的识别和利用的效率大大提升，整个网络

内知识和信息的传递效率会提高，有利于网络内大量优质、复杂的隐性知识迅速、默契地转移

和内化（Söderholm等，2019）。其次，通过强关系建立的信任机制能够有效降低创新带来的风险

和不确定性，使风险能够分担给不同的网络成员，使企业对于投资的期望会更高，有利于企业

的创新绩效的产生。再次，强关系能够建立信任机制，避免投机行为和敲竹杠行为的发生，从而

提高工作效率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最后，由于合作伙伴之间交流频繁，有利于新知识和技术的

融合，降低搜寻成本和管理成本，同时使得合作伙伴之间的经验可以相互交流，扩大对于企业

所涉足领域的了解从而促进创新绩效的产生（Rhee和Leonardi，2018）。
基于以上分析，得出假设2：在稀疏的网络中，合作伙伴的关系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二）联盟惯例的调节作用

当Nelson和Winter（2009）把惯例作为演化经济的核心概念之后，惯例这个概念在管理学

和经济学研究中越来越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一般来说，惯例可以分为“如何去做”（how to do）
（比如惯例的产生和演变等）相关知识和“如何去选择”（how to choose）（比如思考、选择和变

异）相关知识。Nelson和Winter（2009）认为惯例是变化的基础，所以他们把创新定义为“现有惯

例的新组合”“新想法往往就是重新配置现有知识、问题和解决方案后而得到的意料之外的结

果”。Zollo等（2002）提出了联盟惯例这一概念，即企业在与合作伙伴多次合作过程中磨合形成

较为稳定的行为方式和合作模式。联盟惯例可以作为载体来积累网络组织中产生的知识，而这

种基于惯例的“共同知识”可以调节网络成员间的关系和行为，使其在探索和开发的创新过程

中做到信息管理和问题处理前后一致，这为网络组织的运作模式和管理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

础。同时，通过惯例产生的一致的行为模式也能够大大减少组织成员互相沟通和调节的时间成

本。关键的是，惯例作为“网络行为方式的一般术语”，它普遍存在于网络组织一切结构或者活

动之中，表现在企业的组织结构、执行过程、历史传统、专利技术、规章制度、战略战术甚至企业

文化等诸多方面，是网络组织层面的隐性知识。因此联盟惯例通过稳定做事方式、标准化的作

业程序和统一的行为准则对指导组织之间的合作行为、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促进知识的

相互流动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刘景东和朱梦妍，2019），进而影响组织的创新活动。

在稠密的网络中，联盟惯例能够对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第一，

联盟惯例不仅可以帮助网络内的成员构建高效的信息资源渠道，有利于核心隐性和复杂知识

的迅速转移（贯君等，2019），还能够增强网络成员对于自身角色、网络环境和合作关系的认识，

从而也能够提高信息资源传递的效率，使更多有价值的资源和知识在合作伙伴之间进行转移

和重组。第二，在稠密的网络中，若企业之间的关系多为强关系，联盟惯例会培养合作伙伴间共

同的理念和利益，从而使合作伙伴不会轻易放弃对方而去寻求其他的合伙人，并且减少敲竹杠

行为的发生，从而有利于建立稳定的优质的关系类型（常红锦等，2019）。最后，联盟惯例能够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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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网络成员及时感知环境和技术的变化，以及市场上竞争对手的改变，从而迅速做出响应以抢

占先机以获得先发优势（朱婧祎等，2020）。因此，当关系强度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时，联盟惯

例可以加强这种影响。

当网络密度较强而且合作伙伴关系又很紧密时，这种紧密的合作关系会产生冗余的创新

资源并且还会耗费大量的维护成本，但是由于创造变革是惯例的内生能力（Teece和Pisano，
2003），因此会减轻这种不利影响。首先，演化经济学认为惯例是组织的“基因”，通过遗传机制

将现有的行为模式“应用”到新的组织情景之中，是一种组织内源性的弥合裂痕的活动（陈彦亮

和高闯，2020），进而促进了组织柔性和适应性的增强，利于企业创新知识的吸收。其次，惯例能

够强化组织的创新主要是因为惯例的变异功能，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微调式惯例变异和革新式

惯例变异。微调式惯例通过本地搜寻和试错学习使得不适时宜的惯例演变为新的惯例过程，当

联盟伙伴关系过于紧密而不利于异质性知识产出时，组织会通过问题导向型搜寻产生新的思

想（韵江和鞠蕾，2009）。当联盟伙伴存在冗余的创新资源时，企业在合作过程中会通过试错学

习中的反复学习和创新成果逐渐应用到实践当中，使得企业员工适应新的技术变化

（Peeters等，2014）。而革新式惯例变异主要因为组织外部环境产生重要变化，革新式惯例变异

会通过财务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等重组整合，甚至是权力系统、人事系统的变动来适应外

部环境的变化，进而促进企业创新知识的有效获取和创新能力的提升（Pentland等，2011）。
在稀疏的网络中，联盟惯例也可以调节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第一，当成员之

间的关系为弱关系时，联盟惯例会培养网络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对于合作规范公平性的感知，由

此产生的信任与感知促进了企业与其合作伙伴的协调，并通过抑制由于稀疏的网络密度带来

的机会主义和弱关系条件下产生的冲突行为，从而减少了监控和协调成本（王思梦等，2019）。
第二，弱关系带来异质性知识与资源的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因此形成的

关系比较脆弱，此时稳定且成熟的联盟惯例能够有助于维护关系的稳定和降低弱关系带来的

不确定性和风险（Kim等，2006）。第三，当关系强度变大时，由于联盟惯例本身也可作为载体承

载部分知识和经验，因此，当网络成员执行惯例时，就会无意识的将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进行重

组、交换和整合，这种即兴行为也为创新知识的产生提供了来源，从而减少了创新知识的搜寻

成本和认知成本（孙永磊和党兴华，2013）。第四，在稀疏的网络密度条件下，可能会存在无价值

的伙伴关系浪费企业的资源，而联盟惯例能够帮助网络成员有效地识别并及时终止不良合作

关系，留下稳定、优质、持久的合作关系，从而帮助企业更加高效地传递知识和资源从而有利于

创新绩效的产生（顼玉卿，2015）。最后，成熟且稳定的联盟惯例能够帮助网络有序平稳的运行

从而降低了技术创新的高失败率（Shah和Swaminathan，2008）。
基于以上分析，得出假设3：无论是何种网络密度，联盟惯例都对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的关

系有正向的提升作用。

三、  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搜集

本文选择合肥市高新区、经开区和新站区家电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汽车、平板显示

和电子信息制造业等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由于这些行业都是属于技术知识密集型企业，

基本都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行业企业，产业集聚现象比较明显，企业为了进行有效的技术创

新，需要对相关合作伙伴的关系维护进行战略选择，从而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关于网络数据的构建。本文主要采用滚雪球的方式来获取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数据。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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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调研问卷中添加关于联盟合作伙伴关系的题项，主要包括两个题项：请列出近5年与贵公

司进行合作的伙伴的名称，请分别列出贵公司与合作伙伴合作的次数。其次，关于样本的选取，

为了确保问卷的代表性和有效性，基于小世界网络的六度分离理论，采用剪枝法确定联盟伙伴

的位置为六层确保抽样的搜索深度；再次，关于参与调研人员的选择，要求填写问卷的人员能

够清楚本企业的技术和工艺水平以保证问卷能够全面反映该企业的关系强度，网络密度和创

新绩效。又次，问卷的发放包含两个阶段：预调研阶段和正式调研阶段。在预调研阶段，本文作

者实地探访了5家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对从事管理或者研发岗位的员工进行了发放问卷及交

流，删除不适合的题项以改善问卷结构和设计再进行正式发放；在正式调研阶段，根据安徽省

发改委提供的企业名录，初步选取了600家企业作为问卷发放对象，然后通过电话、电子邮件、

MBA课堂和实地调研走访等形式发放问卷。最后，本次调研共发放了498份问卷，收回315份问

卷，剔除不合格的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95份，有效回收率为59.2%。各种方式的问卷回收率如表1
所示。
 

表 1    问卷发放和回收情况

发放及回收问卷方式 发放数量 回收数量 有效数量 回收率 有效率
电话 151 106 96 94% 63.6%

电子邮件 189 72 87 55% 46%
MBA课堂 82 82 81 100% 98.8%
实地调研 76 55 31 72.4% 40.8%

总数 498 315 295 63.3% 59.2%
 
 

（二）变量及测量

为了使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更可靠，本研究尽量采用以前学者已经使用的并且成熟的量表，

再根据本研究的背景对量表题项进行适当修改。本研究问卷的主要填写者是企业的中高层管

理者，所以主要使用主观感知的方法，所有变量均采用Likert7级测量尺度，并且1表示完全不符

合，7表示完全符合。

1. 自变量

关系强度。关系强度主要参考了潘松挺和蔡宁（2010）设计的量表，将网络关系强度分为接

触时间、投入资源、合作交流范围和互惠性4个方面共13个题项进行测量。

2. 因变量

创新绩效。创新绩效的测量量表主要根据张方华（2010），张峰和杨建君（2016）的研究，从

8个方面对创新绩效进行测量。

3. 调节变量

网络密度。关于网络密度现有文献主要有两种测量方法，一种是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加总

网络中任意两个节点的关系强度再除以可能存在的连接数目，这种方法主要应用于网络范围

界定比较明确（Leenders和Dolfsma，2016）。另外一种主要是基于跨层面变量的测量问题，罗胜

强和姜嬿（2014）认为，当更高层面不容易直接测量时，我们可以通过下一层面的信息来对更高

层面的构念进行测量，如Antia和Frazier（2001）用特许经营者之间的联系紧密性、互动频率、关

系密切度、通信频率、讨论次数以及凝聚力测度网络密度，Reagans和McEvily（2003）研究了研

发网络中的知识转移问题，就从网络凝聚性和网络范围两个方面来测量网络密度。本文主要研

究研发网络中合作伙伴选择问题，参考谢洪明等（2011）的测量方法，主要借鉴了顼玉卿（2015）
设计的量表，包含了4个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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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惯例。测量联盟惯例的量表主要参考孙永磊和党兴华（2013）的研究，从行为默契和规

范接受程度两个方面共9个题项来测量联盟惯例的程度。各变量的测量题项如表1所示。

4. 控制变量

参照以往的研究和文献，为了控制其他变量对网络密度、关系强度、联盟惯例和创新绩效

的影响。本研究选用了企业年龄、企业规模、联盟经验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企业年龄是影响

企业创新绩效的主要因素，企业年龄越大，越容易建立稳定的关系强度和联盟惯例。用企业拥

有的员工数量来衡量企业规模，企业的人力资源的富足程度会影响企业的关系强度的建立。除

此之外，联盟经验会影响联盟惯例的建立从而影响联盟惯例的调节作用。

（三）信度及效度检验

2=d f

表2是本研究使用量表的信度及效度的检验结果。对于信度检验，分析结果表明除了创新

绩效外，所有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尽管创新绩效的α值较低但大于0.6，可以接

受，说明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具有较合适的信度。同时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并且本

模型的 、RMR、CFI、GFI、NFI和AVE等拟合指标都达到参考值水平，研究数据与模型拟合

良好，所以本研究量表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表 2    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测试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AVE CFA主要指标

关系
强度

双方在合作过程中有频繁的非正式交流 0.804

0.920 0.558

2=d f =1.38
RMR=0.021
CFI=0.931
GFI=0.946
NFI=0.909

我们与合作伙伴有很多年的正式交流 0.774
我们与合作伙伴有很多年非正式的交流 0.794
我们将很多的人力资本投入到合作过程中 0.737
我们在合作过程中花费了很多资金 0.738
我们为双方的合作投入了大量的设备 0.801
我们为双方的合作投入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0.753
双方的员工从高管到基层全面地共享信息 0.669
我们与合作方有密切的联系 0.799
我们在许多项目上与合作伙伴进行深度合作 0.762
我们非常感谢合作伙伴所做的一切 0.750
双方在沟通过程中都不会提出对对方非常不利的
条件 0.749

我们与合作伙伴的合作是一个双赢关系 0.535

网络
密度

本领域与我们有技术交流的企业数目比其他企业多 0.801

0.791 0.617

2=d f =1.72
RMR=0.033
CFI=0.988
GFI=0.952
NFI=0.981

本领域与我们有技术交流的同行业竞争者的数目比
其他企业多 0.792

本领域与我们有技术交流的科研机构和大学数量比
其他企业多 0.817

本领域与我们有技术交流的政府和中介机构比其他
企业多 0.729

创新
绩效

我们开发了比竞争对手更多的全新产品 0.854

0.643 0.553

2=d f =1.49
RMR=0.021
CFI=0.937
GFI=0.981
NFI=0.968

我们新产品引进了比竞争对手更多的全新的功能 0.695
我们经常在本行业中引进创造的新技术 0.683
我们频繁地把突变式创新成果引进新市场 0.517
对比竞争对手，本企业创造的新产品的种类更多 0.777
对比竞争对手，本企业更多地改善了已有的产品和
工艺 0.775

对比竞争对手，本企业把更多的已存技术引进企业 0.717
对比竞争对手，本企业渐进式创新产物的引用更多 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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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效度，本研究从内容效度、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三部分来检验。由于本研究采用的量

表是已有学者设计并多次使用的成熟的量表，因此可以认为本文使用的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容

效度。由表2可知，各个变量的AVE值均大于0.5，CR均大于0.8，因此所有量表有较好的聚合效

度。表3中，自变量AVE的平方根被加粗放在对角线上，由表中数据可知，自变量与其他变量的

相关系数都小于自变量AVE的平方根，说明变量之间具有合理的区分效度。综合以上数据和分

析可知，本研究的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
 

表 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企业年龄 企业规模 联盟经验 关系强度 网络密度 联盟惯例 创新绩效
1.企业年龄 10.96 3.59 1
2.企业规模 538.3 644.69 0.471*** 1
3.联盟经验 78.09 30.33 0.015 −0.072 1
4.关系强度 5.24 0.761 −0.353*** 0 0.121 0.747
5.网络密度 4.77 1.03 −0.548*** −0.178*** 0.324*** 0.539*** 0.785
6.联盟惯例 4.08 0.879 0.184*** −0.053 0.201*** 0.020 −0.055 0.838
7.创新绩效 4.30 0.582 −0.112 −0.181*** 0.518*** 0.458*** 0.651*** 0.232*** 0.744
　　注：*p<0.1，**p<0.05，***p<0.01，下同；对角线上为AVE的平方根。
 
 

（四）相关性检验

表3是因变量、控制变量、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以及各变量之间的相

关系数。由表3可知，创新绩效和大部分控制变量，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之间都有显著的相关关

系。企业年龄与创新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是因为企业年龄不直接影响创新绩效，而是

通过影响网络密度和关系强度的建立来间接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所以表中二者的相关系数

不显著。

（五）同源偏差检验

论文采用了两种方法来降低同源偏差的问题（Podsakoff等，2003）。首先在程序上，每个变

量都是采取多个题项进行测量（Harrison等，1996），同时打乱不同测量题项的位置和顺序

 

表 2  （续）

变量 测试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AVE CFA主要指标

联盟
惯例

在合作中已经制定的措施和实验可以成为我们开展
工作的依据 0.918

0.830 0.702

2=d f =1.51
RMR=0.044
CFI=0.951
GFI=0.972
NFI=0.952

在与合作伙伴一起工作时，能够在很多方面达成
共识 0.894

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可以遵照合理的程序、技能或
顺序 0.773

双方在做决定时会考虑到过去类似问题的解决方式 0.901
合作过程中工作任务是由“游戏规则”决定的而非完
全规定好的 0.890

双方在合作过程中渐渐加深了对“游戏规则”的理解
与掌握 0.801

双方在合作过程中隐藏了大量的合作准则，且都接
受这些准则 0.878

由于我们合作时间久我们能迅速全面地了解对方的
意图 0.844

双方在合作过程中相互了解和学习对方的工作办
法、程序与准则 0.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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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等，2010），从而可以降低同源偏差出现的概率；然后利用统计的方法来检验同源偏差问

题，采用Harman单因子方法，将论文变量中所有多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共有4个因子的

特征值都大于1，并且第一个主成分解释了总方差的23.58%，而且论文还使用巢状模型比较单

因子模型和测量模型的拟合优度，根据Podsakoff和Organ（1986）的研究，如果同源偏差很严

重，那么单因子会解释所有的显变量，通过检验，单因子模型 =573.89（自由度为258），测量模

型 =472.699（自由度为246），进一步说明同源偏差并不严重，说明结果可以信赖。

四、  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假设检验

本文主要研究在不同的网络密度情景

下，创新合作伙伴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

影响，并且在高、低两种网络密度条件下，

创新合作伙伴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呈现基本不同的关系，由于网络密度是重要的情景变量，分为稀疏网络密度和稠密网络密度两

种情景，根据温忠麟等（2005）的观点，如果自变量是连续型变量，调节变量是类别型变量，则在

验证调节效应时应采取分组回归的方法，因此可以不采用分层回归的方法或者采用

PROCESS（Hayes，2012）的方法来验证网络密度的调节效应。本文根据李怀祖（2004）的建议，

结合陈曦（2016）的研究来对网络密度进行分组，具体操作过程如下：（1）以网络密度为依据将

数据进行升序排列。（2）计算其中位数并依据中位数将网络密度分为稠密和稀疏两组。（3）为了

使数据之间具有区分度，本研究将含有中位数的51份数据删除。（4）运用方差分析法考察不同

程度的网络密度条件下数据之间的差异程度。表4给出了两种情境下数据的组内均值和标准差

等结果，结果显示两组数据之间存在合理性和区分度。再分别在不同数据组内，以关系强度为

解释变量，创新绩效为被解释变量，以企业年龄、企业规模、联盟经验为控制变量，通过分层回

归模型来验证假设内容。

1. 稀疏网络密度条件下的回归分析

在稀疏的网络密度条件下，首先，模型1中，本研究将创新绩效作为因变量，加入控制变量，

结果如表5所示，发现企业年龄和联盟经验与创新绩效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企业年龄的系

数β=0.369，p<0.01；联盟经验的系数β=0.5，p<0.01），而企业规模与创新绩效之间有显著的负向

关系（β=−0.498，p<0.01）。为了验证稀疏的网络密度条件下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模型

2中将创新绩效作为因变量，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关系强度以及自变量关系强度的平方项。结

果发现关系强度平方项与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呈线性正相

关（β=0.266，p<0.01），假设2得到验证，即稀疏的网络密度条件下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呈

正相关。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联盟惯例以及联盟惯例与关系强度的交互项，以

检验稀疏的网络密度条件下联盟惯例对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交互

项的回归系数β=0.167，p<0.05，证实了假设3部分内容，即稀疏的网络密度条件下，联盟惯例正

向调节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2. 稠密网络密度条件下的回归分析

在稠密的网络密度条件下。模型4中依旧将创新绩效作为因变量，加入控制变量，结果显示

企业规模和联盟经验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企业规模的系数β=0.379，p<0.01。联盟经验的系

数β=0.615，p<0.01），企业年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果不显著。模型5以创新绩效为因变量，加

表 4    不同网络密度条件下的样本特征

类型 平均值 标准差
稀疏网络密度 4.175 0.663
稠密网络密度 4.470 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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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控制变量，自变量关系强度与关系强度的平方项以验证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

果显示，关系强度的平方项的方向改变（β=0.289，p<0.01；β=−0.147，p<0.05），证实了假设1，即
稠密的网络密度条件下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呈倒U形关系。模型6在模型5的基础上加入

联盟惯例，联盟惯例与关系强度平方项的交互项检验联盟惯例对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的调节

效应。结果显示交互项的回归系数β=0.205，p<0.1。假设3得到全部证实，在稠密的网络密度条

件下，联盟惯例正向调节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倒U形关系。关于绩效的调节效应，结果

显示交互项的回归系数β=0.205，p<0.1。假设3得到全部证实，在稠密的网络密度条件下，联盟

惯例正向调节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倒U形关系。
 

表 5    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弱网络密度条件下创新绩效 强网络密度条件下创新绩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 0.369*** 0.348*** 0.366*** −0.192 −0.249** −0.241**

企业规模 −0.498*** −0.483*** −0.474*** 0.379*** 0.389** 0.379***

联盟经验 0.500*** 0.470*** 0.429*** 0.615*** 0.480*** 0.493***

自变量
关系强度 0.266*** 0.135** 0.289*** 0.249***

关系强度2 −0.009 −0.123* −0.147*** −0.036
调节变量
联盟惯例 0.171** −0.039
联盟惯例×关系强度 0.167***

联盟惯例×关系强度2 0.205**

F 42.418*** 33.206*** 28.818*** 23.580*** 22.168*** 16.812***
R2 0.489 0.559 0.610 0.407 0.523 0.543
调节后的R2 0.477 0.542 0.589 0.390 0.500 0.511
　　注：*p<0.1，**p<0.05，***p<0.01；双尾检验。
 
 

由以上分析可知，本文的所有假设均通过实证检验。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我们采用以下几种方法来验证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1. 对被解释变量测量指标进行替代。关于企业的创新绩效的大小有不同的测量方法，在稳

健性检验中，我们将创新能力作为衡量企业创新绩效的测量指标，考虑到很多研究把企业申请

的专利数量作为创新能力的代理变量，而专利分为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专利，根据

钱龙（2020）的研究，本文采用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来测量企业的创新能力。检验结果如

表6所示，当因变量改为创新能力之后，在强网络密度和弱网络密度条件下，回归结果和表5的
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得到一定的验证。

2. 对不同行业的样本进行分析来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由于本文是研究创新合作关系

的强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此不同行业在选择合作伙伴时会有一定的区别，本文分别从

装备制造业企业和电子信息产业企业选取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关系强度在不同的网络密

度条件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同时分析联盟惯例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具体检验结果如

表6所示。从表6我们可以看出，当因变量改为创新能力、对样本进行分类研究之后，所得结果和

表5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尽管装备制造业在弱网络密度条件下，创新合作伙伴关系对企业创

新绩效的影响更大，这些研究结果都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也更加细化了本文

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更进一步的可靠的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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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内生性问题本文采取工具变量法（IV）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为避免关系强

度、联盟惯例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了网络多元化作为工具变

量，因为工具变量的选取一般要与解释变量有关，而与被解释变量无关，网络多元化是指企业

嵌入由不同形式的社会关系组成的多个网络中，形成多个平行的网络，进行不同的活动，因此

网络多元化可以增加企业与相关企业之间的联系（Zhang等，2019）。表7报告了使用工具变量

进行两阶段回归的分析结果，研究结论和前文分析一致。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弱网络密度条件下创新绩效 强网络密度条件下创新绩效

创新能力 装备制造业 电子信息业 创新能力 装备制造业 电子信息业
企业年龄 0.217*** 0.027*** 0.207*** 0.363*** 0.314 0.338
企业规模 −0.235*** −0.513 −0.214 0.419*** 0.412** 0.182***

联盟经验 0.425*** 0.231*** 0.319*** 0.525** 0.210*** 0.413*

关系强度 0.418*** 0.378*** 0.425**

关系强度2 −0.176** −0.257*** −0.106***

联盟惯例 0.183** 0.351** 0.311** 0.206** 0.329*** −0.039
联盟惯例×关系强度 0.339*** 0.219** 0.387***

联盟惯例×关系强度2 0.236*** 0.219*** 0.243***

样本数 122 187 214 122 187 214
F 51.325*** 37.436*** 41.158*** 32.670*** 42.151*** 29.412***

R2 0.359 0.554 0.530 0.517 0.463 0.443
调节后的R2 0.317 0.532 0.519 0.410 0.420 0.391
 
 

 
表 7    基于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

变量
弱网络密度 强网络密度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关系强度 创新绩效 关系强度2 创新绩效

IV_关系强度 0.238**（4.12）
关系强度 0.313***（2.89）
IV_关系强度2 0.225**（3.77）
关系强度2 −0.329**（4.12）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N 122 122 122 122
F 53.736 61.258
 
 

（三）研究结果的讨论

（1）在稠密的网络密度情境下，较强和较弱的联盟合作伙伴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较

小，而保持合适强度的合作伙伴关系最有利。由研究结果可知，当企业所处的网络密度较稠密

时，企业应该选择保持适当强度的伙伴关系来最大程度地促进创新绩效的产生。若伙伴关系太

弱，则成员之间交流有限，不利于核心和隐性知识的传播从而不利于创新绩效的产生。但伙伴

关系过强，信息和知识的冗余程度过高，建立和维护强关系需要花费的成本过高等会阻碍创新

绩效的产生，因此，在稠密的网络密度条件下，企业应该和合作伙伴之间保持合适的合作关系

强度。

（2）在稀疏的网络密度情境下，合作伙伴间的关系越紧密，企业的创新绩效就越显著。因为

稀疏的网络密度会给网络成员带来信誉机制的缺乏、对所在领域内知识经验的缺乏以及技术

融合难度较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会随着关系强度的增大而得到改善。比如当关系强度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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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合作伙伴间的交流增多，彼此的经验和知识就能迅速相互传播，同时产生的信任机制也会

约束企业的投机行为。因此当企业所处网络密度较稀疏时，企业应尽可能与合作伙伴保持强关

系以最大程度促进创新绩效的产生。

（3）无论在什么情境下，联盟惯例都对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有正向的提升作用。具

体来看，在稠密的网络密度情境下，当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呈正相关时，联盟惯例提供的高效

的信息传递渠道、培养的网络内成员的共同的理念都会增强关系强度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

当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呈负相关时，联盟惯例能够通过即兴行为为组织创造新知识和有效分

配企业的资源和精力等，减轻过强的关系强度带来的不利影响。所以在稠密的网络密度条件

下，联盟惯例正向调节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的倒U形关系。在稀疏的网络密度情境下，关系强

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呈正相关，联盟惯例通过降低弱关系带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帮助成员识别

并保留有价值的关系以及帮助网络平稳运行等增强这种正向作用。因此，在稀疏的网络密度情

境下，联盟惯例同样正向调节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

五、  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资源基础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为基础，将个体层面企业间的关系强弱和集体层面

网络密度纳入到同一个框架进行研究。基于295家企业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在稠密的网络中，较

强和较弱的联盟合作伙伴关系都不利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而保持合适强度的合作伙伴关

系最有利于企业的创新绩效，不过联盟惯例能够减轻较强和较弱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而在

稀疏的网络中，合作伙伴关系越强，企业的创新绩效越明显，而且联盟惯例也强化了他们之间

的关系。研究结论对企业合作伙伴关系的选择和维护、有效利用外部资源、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能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第一，本文扩展了以往关于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的研究，补充了现

有研究在解释关系强度悖论时的视角，将个体网络和集体网络纳入同一框架研究外部关系对

于创新绩效的影响。把关系强度放在不同网络密度背景下进行研究，发现在不同网络密度背景

下，关系强度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果并不相同，部分解释了现有关于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结

论不一致的原因，由于在不同的网络密度中，存在不同的信息冗余、维护成本以及过度专业等，

因此会影响企业之间关系强弱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第二，将联盟惯例引入研究框架中，揭示了

不同网络密度条件下，联盟惯例在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有助于企业及时利用

网络资源，更好地嵌入到网络中从而获得创新绩效的提升。第三，补充和深化了现有关于联盟

惯例的理论和研究视角，为后续有关联盟惯例的研究以及企业如何利用联盟惯例提升创新绩

效提供了一些启示。

（三）实践启示

本研究的结论对于企业的启示在于：首先，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和关系来提升创新绩效，根

据自身情况以及外部网络特征控制好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强度。对于采用“若即若离”以保

持弱关系，还是“亲密无间”以进一步增强与合作伙伴的关系，企业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和自身能

力进行抉择，企业处于比较稀疏的网络中，应该加强与相关合作伙伴的关系从而促进知识的有

效获取和创新能力的提升，而当处于比较稠密的网络之中，企业应该避免冗余资源、核心刚性

等问题，和合作伙伴保持一定的关系，因为在稠密的网络中，外部资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

获取。第二，由本研究结果可知，良好的和高程度的联盟惯例能够推动企业创新绩效的产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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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在稀疏的网络之中还是在稠密的网络之中，企业都应该充分利用联盟惯例的行为约束、关系

协调和知识建构的作用，来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企业应该重视每次的合作过程，及

时进行经验的总结与行为的反思，以补充、更新和强化在合作过程中形成的网络规范共识与创

新行为模式以建立和完善联盟惯例。

（四）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如下：第一，本文只关注了企业所在创新网络中关系强度、网络密度、创

新绩效、联盟惯例四个变量，变量比较单一。对于合作伙伴关系的度量，还可以从关系质量、关

系对称性、关系持久度等方面进行考虑，将更多变量加入到模型中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启示。

第二，本文的研究数据只来源于合肥市高新技术企业，导致结论的普遍性受到了限制。在未来

研究中，可以扩大样本规模至不同行业不同地区，进一步分析不同网络密度条件下关系强度与

创新绩效的关系如何随着地域、文化、经济的变化而变化。第三，联盟惯例对企业的突破式创新

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本文主要研究惯例的调节作用，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细化他们对

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的影响。第四，本文并未对创新绩效进行分类，以研究关系强度对于

创新绩效不同维度的影响。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尝试多维度分析，研究不同情境下关系强度对

创新绩效各个维度的影响。第五，企业与不同网络主体之间知识属性的不同，关系强度对其也

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也不相同。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不同的知识属

性，分别研究不同网络密度条件下企业与客户、供应商、经销商以及中介机构等关系强度对创

新绩效的影响，细化研究领域，相信可以得到更多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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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y，it is a universal phenomenon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ability increasingly depends on R&D investment. Innovation
activities are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of a variety of heterogeneous resources，so it is an important
path for enterprises to obtain innovation resources through alliances and other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The study of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no matter loose or
close，is an important path for enterprises to obtain external innovation resources. However，scholars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effect of the two types of relationship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will explore how to choose the right partners by identifying the rol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lationship in the process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thereby guid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activities.

We randomly select a sample of 295 high-tech enterprises from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Hefei
High-tech Zone，Hefei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and Hefei Xinzhan Distric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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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show that neither strong nor weak alliance partnership in the dense network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ability，while maintaining the appropriate strength of partnership is the
most conducive to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However，alliance routines can reduce the above
mentioned effects. In the sparse network，the stronger the partnership，the more obvious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and alliance routines also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re as follows：Firstly，we expand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on
relationship strength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and study the effect of external relationships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y bringing individual network and collective network into the same
framework，which supplements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ing studies in explaining the relationship strength
paradox. It is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relationship strength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not the same
under different network density conditions. Secondly，we reveal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alliance
routines on relationship strength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under different network density conditions
by introducing alliance routines into this research framework. Thirdly，we deep the study on alliance
routines，and provide important insight regarding the follow-up research in this field and how to impro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rough properly levering alliance routines.

The current research points out several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Firstly，the variable of
partnership can be measu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ship quality，relationship symmetry and
relationship persistence，etc. Secondly，alliance routines may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radical innovation
and incremental innovation. This study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alliance routines，
and future research can explore the effect on radical innovation and incremental innovation. Thirdly，
future research can be combined with different knowledge attributes to study the effect of relationship
strength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customers，suppliers，distributors and intermediaries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under different network density conditions.

Key words: network density; relationship strengt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lliance rout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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